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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改革時期的中國勞工運動

● 張允美

從政治學觀點來看，工會不僅具

有組織勞動市場的功能，而且還是政

治組織——例如政黨——發揮影響力

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會具有

媒介民主主義的功能。工會不僅是個

創造合理的勞動市場結構和過程的技

術問題，而且是個轉換民主化和維持

民主鞏固化的實際性問題。但是，在

社會主義社會k，工會被納入到國家

權力結構之中，勞工運動因此淡化、

甚至失去了社會運動的性質。中國工

會與勞工運動也大體受到中國革命過

程及其歷史性質的影響。建國初以

來，國家把工會正式制度化，按國家

目標賦予工會特定的職責和角色。這

樣按照國家目標和政策制度化了的工

會結構，影響到在計劃經濟時期工人

的利益表達方式。改革以後，隨±國

家與工人之間契約形式的變化，個人

勞動者遇到了新的資源分配機制——

市場，並且在適應新機制的過程中，

開始探索利益表達的多元渠道。在這

些過程當中，原來被封鎖在一定空間

內的個人或集體逐步擴大他們之間的

橫向聯繫。

在改革時期，因為勞動者對生存

權的要求與對人權以及其他基本民主

權利的要求結合起來，中國的勞工運

動開始具有社會運動的性質，這與

大部分權威主義體制的情況相似。

當然，由於中國工會制度的結構性

特點，中國勞工運動不是由正式工會

來組織罷工1；儘管如此，多種形式

的勞工運動仍然廣泛地展開了。目

前，中國的勞工運動按照其性質、形

式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由各級工

會——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為

頂點——通過體制內機制協調或領導

的各種正式活動；第二，主要由下

崗、失業者等邊緣勞動者引發的各種

突發性事件2；第三，由一些地下勞

工運動家領導的非正式獨立勞工運

動。本文主要以下崗、失業者引發的

勞動爭議為分析對象。

與一般觀點不同，本文認為，中

國歷史上大規模的勞工運動並不是意

外的事情。1949年以來，在百花齊

放、文革、1989年天安門事件等重要

時期，中國工人都發出他們自己的聲

音3。改革以後的勞工運動，與經濟

改革以後，中國的勞

工運動開始具有社會

運動的性質，目前可

分為三類：第一，由

各級工會通過體制內

機制協調或領導的各

種正式活動；第二，

主要由下崗、失業者

等邊緣勞動者引發的

各種突發性事件；第

三，由一些地下勞工

運動家領導的非正式

獨立勞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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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勞動政策的變化有關。由於新

的勞動政策與舊制度慣性之間的摩

擦，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生活了幾十年

的中國工人，不能一下子容忍和適應

改革政策，因此發生了很多爭議。特

別是90年代以來，隨±中國非國有經

濟的發展，非國有經濟領域出現了空

前的罷工浪潮。從勞工運動的性質、

頻率、形式來看，中國改革時期的

勞工運動有三個高發期，即1984年企

業實行經濟承包和租賃制度以後到

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3年決定市場

經濟目標以後到1997年，1997年國有

企業改制以後到現在。本文主要分析

1990年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特點、發展

變化的情況，以及它對於政治變遷的

含義。

90年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特點

從1992年開始，中國改革政策的

重點，從新領域（非國有部門）的創

造，轉為建立為管理整個經濟和導入

競爭的一般規則的方向。為了適應市

場競爭的要求，國有企業重組的壓力

越來越大。中國政府把大量裁減富餘

人員看作提高國有企業效率的重要措

施4。隨±勞動關係的市場化、契約

化，工人利益受侵害的情況時而出

現，企業勞動爭議或衝突也呈上升趨

勢。

據2002年的《中國的勞動和社會

保障狀況》的白皮書，從1993年8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

理條例》公布至2001年底，全國各級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

動爭議案件68 .8萬件，涉及勞動者

236.8萬人5。特別是1997年中國政府

決定對國有企業進行改組以後，勞動

爭議迅速增加。如表1所見，1998年全

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

理勞動爭議案件，與1997年相比上升

30.9%，涉及勞動者人數上升62.1%。

1999年的立案受理案件數，與1998年

相比上升28.3%，涉及勞動者人數上

表1　勞動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情況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案件數

（比上年增長%）

7,633   　

  8,150 (6.8)

  12,358 (51.6)

  19,098 (54.5)

  33,030 (72.9)

  47,951 (45.2)

  71,524 (49.2)

  93,649 (30.9)

120,191 (28.3)

135,206 (12.5)

155,000 (14.6)

人數

（比上年增長%）

      16,767

      17,140

      34,794

      77,794

    122,512

    189,120

221,115 (16.9)

358,531 (62.1)

473,957 (32.2)

422,617 (-10.8)

467,000 (10.5)

案件數

308

 548 (78)

   684 (24.8)

  1,482 (116.7)

2,588 (74.6)

3,150 (21.7)

4,109 (30.4)

6,767 (64.7)

9,043 (33.6)

8,347 (-7.7)

9,847 (18.0)

人數

8,957

  9,100 (1.6)

    19,468 (113.9)

    52,637 (170.4)

  77,340 (46.9)

  92,203 (19.2)

132,647 (43.9)

251,268 (89.4)

319,241 (27.1)

 259,445 (-18.7)

287,000 (10.6)

平均人數

29.1

16.6

28.5

35.5

29.9

29.3

32.3

37.1

35.3

31.1

29.1

集體爭議（比上年增長%）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關係與監察司編：《勞動爭議處理工作手冊》，第四輯（北京：中國勞動出版

社，1996），頁397-402；《中國統計年鑒》1997，1998，1999，2000，2001年。2001年的資料來

源於《新華網》，2002年6月11日。

中國改革時期的勞工

運動有三個高發期，

即1984年企業實行經

濟承包和租賃制度以

後到1989年天安門事

件，1993年決定市

場經濟目標以後到

1997年，1997年國有

企業改制以後到現在。

1993至2001年底，全

國共立案受理勞動爭

議案件68.8萬件，涉

及勞動者236.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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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32.2%。涉及人數上升比例大大超

過案件數上升比例，由此可見，集

體勞動爭議逐年增加。在90年代集體

勞動爭議猛增兩次，一是由於外商

投資和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集體

爭議的增加而上升的，具體時間是

1994-95年；二是由於國有企業改制而

引起的，具體時間是1998年。從表1

看，1994年集體爭議案件數與1993年

相比，立案受理案件數上升116.7%，

涉及勞動者人數上升170.4%6。1998年

集體爭議案件與1997年相比，立案

受理案件數上升64.7%，涉及勞動

者人數上升89.4%。特別是，1999年

上半年共受理集體勞動爭議案件與

1998年同期相比，受理案件上升了

151%，涉及人數上升了140%7。北

京市1999年上半年仲裁機構受理的勞

動爭議案件數是上年同期的1.87倍，

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則為上年

同期的4.32倍8。

隨±改革開放的深化，1993年以

來在外商投資企業集中的南方地區發

生了空前的罷工浪潮。據統計，全

國各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處

理的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的勞動

爭議逐年上升，1992年為1987年的

8.4倍9。90年代以來，國有、集體等

國有部門的勞動爭議案件數繼續下

降，但外商投資、私營等非國有部門

的勞動爭議案件數所佔比例繼續上

升。其中，外商企業的勞動爭議規

模比較大。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部

門勞動爭議案件數所佔比例為21%，

但參加勞動爭議的人數卻佔總數的

52.5%。同年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

數所佔比例34.9%，但參加爭議的人

數所佔比例20.6%bk。

從引起爭議的原因看，在非公有

制企業，尤其是在一些家庭作坊式的

小企業，違反《勞動法》、《工會法》、

《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情況很普遍。主

要表現是企業與職工不簽訂勞動合

同，企業隨意解僱、懲罰職工，給職

工的勞保福利待遇極差，甚至根本沒

有，職工勞動時間過長、超時加班加

點現象普遍，企業拖欠、克扣工資問

題嚴重，甚至還發生個別企業將職工

活活打死的事件bl。忽視安全生產的

問題也極其嚴重，其表現為勞動條件

惡劣、有毒物質污染勞動環境、勞動

防護用品缺乏、安全防火措施不力；

有的企業是車間、倉庫、宿舍三合

一，存在事故隱患。據統計，2000年

因各種事故死亡的人數達十一萬多

人。主要發生在鄉鎮、私營、外資

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農民工、外

來工是傷亡事故的主要受害者，佔

傷亡事故總數的80%以上bm。此外，

侵犯女工權益現象也很嚴重。據有

關部門對四十家鄉鎮企業的抽樣調

查，有三十五家企業辭退懷孕、生

育、哺乳期的女職工，有五家企業雖

然給女職工休產假，但未能執行國家

規定的法定產假，而且產假期間停發

工資bn。

1992年發生了155起職工群眾參

加的罷工、怠工、集會、遊行等突發

事件。其中因侵犯職工合法權力而引

起的佔25%，因拖欠職工退休金和保

險福利待遇而引起的佔27%。三資企

業職工在職工總數中佔不到2%，而在

155起事件中，發生於三資企業的就佔

了10%，主要是因資方處罰和辭退工

人、減低工資、削減福利、延長工時

和勞動環境惡劣引起的bo。與1980年

相比，90年代因勞動報酬、保險待遇

問題引發的勞動爭議逐漸增多。以前

隨È改革開放的深

化，外商投資、私營

等非國有部門的勞動

爭議案件數所佔比例

持續上升。1993年以

來在外商投資企業集

中的南方地區發生了

空前的罷工浪潮。涉

及外商投資企業、私

營企業的勞動爭議，

1992年為1987年的

8.4倍。非公有制企業

違反勞動法規情況相

當普遍，甚至發生打

死職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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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爭議主要是履行勞動合同和開

除除名辭退，範圍比較窄，1993年以

後，個人利益和經濟利益糾紛增多，

1995年有關工資和福利保險的勞動爭

議比1994年增長了很多，其中，固定

職工的工資和福利保險爭議案分別增

加了39%和117.9%。合同制工人的

工資和福利保險案分別增加了143%

和117.9%bp。據唐山市總工會調查，

1990年以來，二十六家企業共開除、

除名、辭退違紀職工454名，僅發生

兩起爭議；而在四十八家企業發生的

爭議所佔比例為75%bq。

同時，由集體爭議引發的罷工

事件明顯增多。1993年因勞動爭議

引起的怠工、罷工244件，1994年為

668件，比上一年上升173.8%。1995年

為1,041件，1996年為1,016件br。罷

工事件往往發生在東南沿海一帶的三

資和私營企業。由於集體爭議涉及人

數多，其性質也激進，對社會的影響

力比較大，容易引起重視。

與90年代初中期相比，90年代末

出現的大規模勞動爭議，多數是由

國有企業工人發起的。國有企業勞動

爭議案件所佔比重上升，非國有企

業、個體工商戶以及機關事業單位

和其他單位的勞動爭議案件比重下

降bs。這些勞動爭議的原因大致有以

下幾個。第一是經濟原因，即生存危

機，如失業、拖欠工資和養老金，以

及下崗分流中方法簡單，不按政策辦

事等。特別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圍繞

基本生活費的爭議增多。1999年各級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受理下崗職工

生活費爭議8,626件，佔受理案件總數

的7.2%bt。還有，「全總」的統計數字

表明，1997年來無力支付工資和養老

金的國有企業數量急劇上升。1997年

「全總」在全國十五個省市對30,288名

工人進行了問卷調查，有17%的人回答

有被拖欠工資的經歷，拖欠時間由一

到六個月不等ck。據統計，1999年全

國拖欠工資的單位達56,000多個，涉

及1,300多萬人，總額360多億元，而

2000年全國拖欠工資的單位幾乎達

八萬，增加了43%，總額366.9億元cl。

關於勞動爭議的原因，根據河南省工

會收集的數據，55.7%的勞動爭議是

由拖欠工資和養老金造成的，37.7%

的勞動爭議則是由企業破產、兼併造

成的，這些企業的破產和兼併影響了

工人的生活cm。

第二是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市場專

制式的勞動過程。企業為取得最佳的

經濟效益而侵害職工權益的現象突

出。企業不按規定與職工簽訂勞動合

同，強迫工人長期加班加點，不為職

工提供必要的勞保設施和辦理社會保

險等現象十分嚴重，有的老闆甚至任

意打罵、侮辱工人。這些行為不僅

嚴重侵犯職工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

和經濟利益，有的還誘發了嚴重的群

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如僅在

2000年，中國就先後發生了廣東省

中山市某燈飾廠非法拘禁毒打工人

案cn、山西省清徐縣垣躍暖氣片有限

公司co、浙江省諸暨市李字集團對工

人進行監獄式管理等一系列侵權案

件。深圳市龍崗鎮寶洋產業製品廠還

發生了對五十六名女工進行集體搜身

的惡性案件cp，在社會上造成了十分

惡劣的影響。就全國的情況看，近年

來由於企業侵害職工權益而引起的

勞動爭議和勞動糾紛，總體呈上升趨

勢cq。

第三是企業管理層的腐敗。如果

管理者通過侵吞工人們賴以生存的國

與9 0年代初中期相

比，90年代末出現的

大規模勞動爭議，多

數是由國有企業工人

發起的。這些勞動爭

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

幾個：第一是經濟原

因，即生存危機；第

二是惡劣的勞動條件

和市場專制式的勞動

過程；第三是企業管

理層的腐敗。80%以

上的職工把企業陷入

困境導致自己下崗歸

咎於企業領導的無能

和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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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產而發財致富cr，他們的不滿就

會變得更加強烈。勞動者對政府少數

官員專斷作風和腐敗行為強烈不滿。

據上海市總工會對下崗職工的調查顯

示，80%以上的職工把企業陷入困境

導致自己下崗歸咎於企業領導的無能

和腐敗，他們普遍對本企業的領導抱

有強烈怨氣cs。1997年「全總」進行的

問卷調查說明，接近78%的工人認為

他們從改革中受益最小，85%的工人

認為企業的廠長經理受益最大ct。有

些廠長經理把企業最賺錢的業務，轉

變成自己私人企業的業務，而把自己

負責的國有企業搞得負債累累，最後

破產倒閉dk。

對於在市場化改革時期勞動者的

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大致有兩個

極端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市場經

濟改革導致了國有企業工人地位下

降和生活水平倒退dl。按此觀點，從

「砸破鐵飯碗」、「三項制度改革」到大

規模的下崗，所有這些勞動和福利制

度改革，都直接影響勞動者職業保

障的權利和生活水平。尤其是企業管

理制度的改革，賦予了廠長經理更大

的自主權，迫使勞動者服從嚴格的勞

動紀律和專橫的管理者。面對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帶來的沉重壓力和

日益專橫的工廠體制，國有企業的勞

動者束手無策dm；另一種觀點認為，

市場化導向的管理當然對工作組織

方式產生深刻影響，加重了勞動者的

工作壓力，不過勞動者對市場化導向

的管理制度認同程度很高，接受生

產主管人員以及經理對他們提出的

要求，與他們合作dn。不過，這兩種

觀點的差異如此之大，是由於各自分

析的對象企業的效率和行業存在很大

差異。

1997年以後集體爭議上升的原

因，主要在於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

的改制和隨之而來的下崗政策。過去

勞動者抗議都與當時政治危機有關，

都在混亂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進行，

並涉及到社會群體，在性質上不是單

純的勞動抗議活動。然而，90年代以

後的勞工運動，大都是基於勞動者本

身訴求的抗議活動。在這一點上，中

國勞動問題可以說已成為政治社會

變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因此，中國

政府把勞動問題看成是對社會和政

治穩定的嚴重威脅，就像最近中央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舉行的會議所指出

的那樣：要將它（保護弱勢群體的問

題）「作為一項關係全局的重要工作」

來抓。

1997年後大規模的下崗改變了勞

動爭議的形式，工人們擺脫了空間制

約的約束。因為下崗工人離開了工作

崗位，單位控制工人的資源手段越來

越減少，他們所需的資源可以通過市

場獲得。因此，工人們要想發出自己

的聲音，工作崗位之外的公開對抗，

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方式。勞動爭議的

組織性越來越強，規模和影響越來越

大。其組織性突出表現在：由單個企

業職工自發行動向多個企業職工的聯

合行動發展。如1998年12月某市的汽

車製造廠、市製革廠等二十四家國有

企業的退休人員，因養老金未到位問

題聯名提出集體上訪，後被市委、市

政府有關部門採取措施勸服。與此同

時，單個企業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規

模也越來越大。1999年4月，某礦務

局1995年後退休的五千名職工為落實

退休待遇準備籌資集體上訪do。

另外，抗議活動中的對立情緒越

來越嚴重。一是與政府的對抗性增

對於在市場化改革時

期勞動者的社會地位

和生活水平，大致有

兩種觀點：一種認

為，市場經濟改革導

致了國有企業工人地

位和生活水平倒退。

另一種認為，勞動者

對市場化導向的管理

制度認同程度很高。

這兩種觀點如此極

端，是由於各自分析

的對象企業的效率和

行業存在很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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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二是事件的破壞性增強。這種抗

議空間的突破和抗議形式的暴力化，

與工人的生計問題直接有關。如，企

業破產、出售、轉讓、兼併等涉及企

業存亡和職工命運的重大改制方案的

制訂不讓工會參與，不經職工討論，

不提交職代會審議。還有的搞權力入

股、強迫入股、持股上崗，引起職工

強烈不滿，激化矛盾，釀成事端。原

長沙某木工廠、製藥廠等企業，都因

兼併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和兼併以後不

能保證職工生活而發生群體事件。

有的甚至釀成毆打企業領導、封鎖

企業大門、切斷辦公樓水電等惡性事

件dp。另外，以前工人階級的隊伍根

據社會分離結構和國家的雙重政策分

裂，但是下崗工人和體制外工人的共

同不滿和共同要求使大多數工人聯合

起來參與集體行動dq。加之，除工人

正式組織以外，各種因經濟利益而自

發形成的工人群體組織開始出現。最

早出現的工人非正式組織是以地緣、

親緣、血緣關係為紐帶，以農民工、

外來工或具有共同基本利益的工人群

眾為主體的「同鄉會」、「兄弟會」、

「聯誼會」等。現在有的地方已出現突

破地緣、親緣、血緣關係，跨地區、

跨企業、跨行業的工人非正式組織，

如「打工仔協會」、「下崗職工聯誼

會」、「個體勞動者協會」等dr。有些地

方政府不得不承認非正式組織的存

在。如廣東省雲浮六都的「外來工自治

會」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肯定，認為是

「外來工自己管理自己的好形式」ds。

另外，廣東一些私企的外來打工者按

地域不同拉幫結派，嚴重影響企業

生產。打工幫派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

地位和影響仍呈現出不正常的上升趨

勢dt。

中國勞工運動的含義

中國媒體對於侵犯勞動者權益事

件的報導極為有限，而且限定在個人

層次的案例上。中國政府對集體的

活動施加特別嚴密的控制。最近，由

於國有企業的改制，以下崗勞動者為

主體的大規模勞工運動頻繁發生，

但是，這與非正式獨立勞工運動的聯

繫並不密切。而且，中國勞動者的

組織（即工會）不是以社會勢力的力量

為基礎而建設的。中國工會不是在

與資本組織同等位置上進行「談判」

（bargaining）的對立性勞資關係模式，

而是進行通過協調達成國家目標的友

好「協商」（consultation）。因此，中國

工會發揮±連接黨和勞動者的橋樑作

用，在發生勞動爭議時，它不僅擔當

代表勞動者一方的「代表者」角色，也

扮演「調整者」角色，負責為維持協調

的勞動關係而說服勞動者。

因此，儘管中國工人的勞動爭議

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穩定提出了挑戰，

但是這並不意味±一場真正的勞工

運動已經出現。從本質上講，中國工

人的勞動爭議還是具有無組織的、

個別的、分散的特徵。而且，中國勞

工運動與以市民運動為背景的民主化

運動缺少聯繫，此外，中國大部分

知識份子對勞工運動不大關心，參與

不多。

不過，從政治變遷的角度看，中

國工人的抗議活動相當具有政治趨

向。一是，它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能夠

形成一定的社會經濟壓力，給正式工

人組織工會施加一定的生存壓力，在

一定程度上能使工會扮演維護工人利

益的角色。二是，現在勞動爭議問題

主要在經濟問題上，只有當工人把腐

中國勞動者的組織不

是以社會勢力的力量

為基礎而建設的。中

國工會不是在與資本

組織同等位置上進行

「談判」的對立性勞資

關係模式，而是進行

通過協調達成國家目

標的友好的「協商」。

因此，它負有「調整

者」的功能，負責為

維持協調的勞動關係

而說服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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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問題與自己的生存權問題聯繫起來

時，腐敗才成為抗議中的一個問題，

但是，一旦腐敗成為問題，它就為原

本只注重生存問題的抗議活動注入了

政治內容ek。因此，改革的繼續成功

進行將依賴於決策在多大程度上能體

現公正，以及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感到

公正，獲得廣泛參與決策以及公開表

達意見的權利。

註釋
1 中國對罷工權的態度也比較模

糊。在1982年通過的現行憲法刪

除了罷工權利後，法律對罷工採

取了迴避的態度。按照中國現行的

憲法，工人沒有罷工權。但與蘇聯

不同，中國罷工權在1975年憲法

（28條）、1978年憲法（45條）上有保

障。雖然這樣的法律保障不能理解

為個人的勞動拒絕權，它卻強調了

政治和集體行為，但是，它也是勞

動者牽制經營者的一種手段。對

此，正如「全總」副主席顧大椿所

說：「不給罷工權並不意味È禁止罷

工或所有的罷工是非法的」，「全總」

對之給出了彈性的解釋。

2 按「全總」的統計口徑，突發事

件是指集體上訪（指職工三人以上到

上級主管部門或工會反映問題、申

訴意見、提出要求的事件）、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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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引起集體停止生產和工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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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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